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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把科举视为现代化的障碍是一种误识。在中华帝国晚期, 科举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通过

科举, 帝国在政治方面再生产出了官员; 在社会方面再生产出了绅士;在文化方面再生产出了文化主义

和意识形态。帝制国家、士绅社会和新儒家文化被紧紧地缠绕在以科举为中心的 �教育陀螺仪 �上。通

过它们的相互依存, 三者维系的空间稳定存在了 500年。尽管在理论上科举大门向所有人开放, 但事实

上如文化资源的垄断性等因素,还是把较低阶层者排除在科场之外, 科举的公平、公正性被美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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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大多数以往关于中华帝国科举的研究,强调在前现代社会中, 这种考试所造成社会流动的程度。同样的旨趣,

历史学家用现代化观点评价其在中华帝国晚期的作用。他们因此轻易地揭露了儒家体系的失败 � � � 没有推进专

门化和科学训练 (这些被认为是超越前现代制度和专制政治传统的途径 ),而这些被认为对民族国家至关重要。在

这篇文章中, 作者告诫要警惕这种当代的、非历史性标准的看法。当依靠 �现代化叙述�来研究时 (仍然弥漫在明清

历史研究中 ),这些先验的判断经常表现出目的论的特点。

从 1400年到 1900年, 科举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在中华帝国晚期变成了一种支配性的力量, 在西方帝国主义入

侵之前, 科举在政府、社会和文化方面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它提供了儒家学说、文人声望、国家权力和文化习俗,

在一定程度上, 明清时代的科举对精英文化、政治和社会行使如同判优器一样的职责。适度拓宽选择官员社会基

础的机制始于唐朝, 在宋代科举变成了强大的 �教育陀螺仪�,其剧烈的、不受外界影响的运动是维持士绅官员和贵

族统治者与其社会适当平衡的必要条件。

在当时, 科举制度不是前现代的错误, 也不是反现代的独块巨石。科举有效地建设了知识、社会和政治, 它符

合官僚帝国的需要, 同时支撑了帝国晚期的阶级结构。正统新儒学的文化建设通过考生必需的经学学习, 保证其

在知识分子生活中长期占统治地位。帝制国家、士绅社会和新儒家文化被紧紧地缠绕在以科举为中心的 �教育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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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仪�上。通过它们的相互依存,三者维系的空间稳定存在了 500年, 直到 20世纪才倒下。科举在明清时代不能

与教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实践形式相分离, 这是较恰当的评价。

公元 750年之前,唐代和现代之前的欧洲一样, 都是由拥有土地的贵族所控制。他们的家族在靠近政治权力

中心的长安和洛阳。到 1250年这种状况发生了转变, 以南方立基的帝国, 国都建在长江三角洲的城市,这象征着

日益增长的南方经济占统治地位,并且在这片土地上还出现了最优秀的士绅阶层。从 750年到 1250年,中国精英

的构成以革命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安史之乱后,豪强士族开始衰落, 与此相对的是, 10世纪晚期, 当北宋颁布了在

中国前所未有的文职改革 (甚至世界历史中也少有 ), 南方文人学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很快上升。中世纪中国大家

族的连续性中断了, 从西北幸存下来的少数贵族被迫适应新的、他们再也控制不了的社会环境。

在北宋之前, 精英主要通过官员的举荐或者亲属关系步入政坛和上流社会,这是一种主要方式和机制。虽然科

举创立于隋朝, 但直到武则天时代才发现通过公开考试选拔官员有助于抵消贵族权力的影响力 �。但尽管如此,在

唐代绝大多数重要的官员不是从科举制度中走出来的。此时的科举是一个简单的两级考试, 并且参加考试者不是

当地官府推荐的, 就是国学的学生。宋代非同寻常的经济实力带来了人口的迅猛增长,为了统治 6千万国民 ( 1100

年 1亿 ) ,作为新制度的一部分, 统治者选择科举去限制军事集团和贵族所在的权力中心的发展, 并让南方新兴地

区精英的子嗣进入政府。通过公平、公正的途径去选择官员, 这灵巧地适应了士民的儒教价值, 在理论上说, 它几

乎向所有人开放而不考虑他们的社会背景,宋朝皇帝把科举放到了一个恰当的位置上 ,它占据政府和社会制度的

中心地位, 直到 1905年被废止。

为了控制社会和提高政治效能,国家唯一有意识的努力是发展新的工具,并实现其设计目标。从科举取士的

基本功能方面来看, 在整个晚期中华帝国, 它有效地调整了社会地位、政治权力和文化威望之间的复杂关系。尽管

西方汉学研究里的潜台词是要清除科举制度,因其被视为中国的现代化制度层面的障碍。一个更加全面的观点认

为, 前工业化社会,不存在任何先验的理由认为科举产生的管理精英是效率低下的一伙人。事实上, 基于 �非技术

性�的儒教道德和政治理论古典教育,如同人文主义和古典教育在早期欧洲的民族国家一样, 或许适合选拔精英为

帝国服务。如果我们单独根据专门化理论和经济生产力的现代化目标来评价儒学教育, 那么文化和体制的社会、

政治的动力学将被曲解。

尽管数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对其进行批评并且努力坚持改革, 但 �科举生活�如同死亡和税收,变成了精英社

会和大众文化中固定的一部分。科举代表了国家的兴趣、家庭的战略和个人渴望的焦点。在一个缺乏可供选择职

业 � � � 通过这种职业能够获得社会地位和政治威望 � � � 的社会中,变成一个官员的目标就具有了优先权。一旦放

置在合适的位置并且获得足够的合法性,科举在教育的国家标准化和地方的重要性方面都在前现代世界达到前所

未有的程度。此外, 考试之风一度影响到医学、法律、财政和军事领域。南宋之后, 仅有军事方面的考试 � � � 武举

仍然保持。

科举造成国学制度在宋代向下发展到了地方政府, 在明清时代发展至县级。比欧洲早了 7个世纪,中华帝国

热衷于用财政支持范围广阔的官学网络。宋代王安石试图用国学学历为基础取代科举选择官员。然而, 这样的改

革没有保持住。官学最终在明清时代被纳入到科举制度中, 有名无实的学校得以保留, 真正的教学很少发生在那

里, 官学仅仅变成了考生准备科举考试的小站。

进入官学的学生意味着已经具备了古文的读写能力。训练古文的读写能力被留给私人领域, 官学从来不接受

大众教育的目标直到 20世纪。经学教育变成了在国家和地方事务中获得社会和政治声望的必要条件。统治者承

认基于经学的精英教育是政府基本的任务,并且绅士认识到作为他们的道德和社会价值的经学教育是正确的。双

方相信, 具有古代智慧,并且善于谆谆劝导、温文尔雅的博通之士, 应该去掌握中央、省和县衙的权力。

帝国所控制的精英教育,是选择和提拔官员的前提。但是, 国家更关心有组织化和制度化的竞争考试, 而不是

设立学校和培训教师。当在中央确立科举主管部门后, 皇帝乐意允许经学教育和考试训练从官学中流入私人领

域 � � � 书院或者家塾。

有趣的是, 政治和社会控制教育, 而不是教育自我发展, 在帝国晚期几乎没有变成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 尽管

明清皇帝和他们的亲信经常设法限制官学系统之外的私人学术团体的产生。在统治者和国民的头脑中, 教育和公

共秩序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被质疑过。无论空想主义的目标, 还是现实主义的控制手段, 统治者和精英都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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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秩序和道德政治教化看作通过教育灌输的。不满的御史或许会对皇帝特权发出挑战,但不会反对皇权控制的

考试。直到 20世纪,提倡教育自治变得流行起来, 这也是个前兆,在民国时代一个损失惨重的结果是知识分子的

政治权利被剥夺。从 1000年到 1900年, 有学问的儒家成为政府官员, 在 1911年之后, 他们日益被政党人员取代。

20世纪, 知识分子服从于政治势力, 他们不再拥有有效的影响力了。

虽然, 儒家文人所获得的这种教育最适合履行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角色, 但是, 高尚的官员经常请求在私人学术

团体有教育的相对自主权,矫正被科举扭曲了的儒家教育目标。举个例子, 明代晚期, 私人学术团体一度成为发表

不同政见的中心。这些挑战本身是制度上的缝隙,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队伍的这种机制在党争和宦官权力之前已经

促使了王朝的衰落。

甚至在大多数尖锐的表达中显示,文人绝不否定决定社会等级的科举制度。教育是社会分层的前提, 士农工

商的等级和声望依次递减。举个例子, 直到明代, 商人的儿子在法律上是不允许参加科举的。并且,禁令范围从所

谓的 �贱民�扩大到和尚、道士及其他人。在社会理想变得与现实脱节时, 国家的教育理念发生改变, 但也仅仅在

14世纪晚期才给予商人子弟参加科举的权利。通常情况下, 文人要求他们的儒学训练有相对自治权, 在文人自治

的幌子下 � � � 仅仅为国家政治需求而服务,更进一步地隐蔽了科举中的社会和政治功能。

二、政治再生产

很多时候, 中华帝国的教育仅仅被公认为是国家维持公众秩序和政治效能的几个手段之一。从国家角度看,

官员的再生产仍是首要关心的。皇权支持的教育和考试随时提供忠诚、有才能的人为帝国服务。

因为官职提供的声望、权力和报酬要超过经商和从军,进入官场变成了有足够受教育时间和能够负担起考试

费用的人的目标。W inston Lo指出, 宋代官制,职务分类和职级分等相结合, 并执行任期。后备人员是实际职位的

两倍, 这是工作配给的公平系统可以承受的。以这种方法,所有的功名获得者都被保证有一个最低限度的职位和

报酬。自此, 每三四年官僚结构经历百分之百轮转, 工作分配和报酬主要由职务级别所决定 [ 1] ( 115~ 170)。宋代用级

别分类管理官员的薪水、地位和额外的利益。工作配给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官员的基本薪水和级别挂钩。官员

被操纵在一个雇方市场,工作配给抑制那种认为公职是一份私人财产, 是可以出售或者留给自己的继承人的中世

纪趋向 (欧洲和中国一样 )。在明清时代, 省在帝国中变成了发育完全的管理单位, 官员陷入一个充分功能的双重

等级体系, 并且主要依靠职位级别。大量的官方指定的职责, 从中央转移到省级政府 [ 1] ( 217~ 225)。

宋、明和清代官僚都肯定资历的规则, 严格的政治程序被期望在任命和提升过程中胜过个人好恶。这样皇帝

干涉在减少, 但是不能彻底消除在公共事务中统治者反复无常的优势。通过不易改变的用人规则, 儒学官员经公

正的考试获得了一点合乎他们职业地位的自尊。王朝向精英提供利益, 反过来, 精英又向王朝提供政治合法性和

训练有素的官员。

儒家教育为国家的利益服务。在其早期发展进程中, 宋代科举为社会转变作出贡献, 中国从中世纪的贵族统

治社会变成了一个士绅社会。自此以后,中华帝国不再接收任何旨在用教育改变社会的目的。国家的最低要求,

即教育体系必须服务于强化和反覆灌输的政治、社会和道德的价值, 这种价值会维持王朝目前的形态。公元 973

年, 唐太宗亲自对所有通过省试的士子举行最终考试 � � � 殿试, 政治再生产即通过这种方式, 公平地选择对王朝忠

诚的儒学官员。后来所有的王朝,皇帝变成了实际的主考官, 象征性地要求考中者宣誓向政府始终不渝的效忠。政

治合法性被视为科举过程的副产品。儒学的秩序通过科举实现政治合法化,事实上, 这也预示社会公认选举过程

本身的合法性。在忠诚的意识形态包裹下的国家和社会中, 甚至皇帝为了他的帝国合法性, 也选择科举出身者充

当帝师。

宋朝制订了一个合适的战略,用科举实现政治意图。录取名额的限制开始于 997年, 它以考生考中和落榜的

比率为基础。这更进一步表明 ,国家认为有权使用功名作为制度上的手段, 去限制和调控精英的权力。政府通过

控制功名和军事选拔干涉精英构成,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 在考试的最初阶段 ,府 (宋 )和县 (明清 )级别的功名

资格也需要考试确定。

举个例子, 1400年时,据估计人口约为 6. 5千万,其中生员 3万, 比率大约是 2 200人中有一个生员。 1700年,

可能有 50万生员, 而总人口大约为 1. 5亿, 比率大约是 300人中有一个生员 [ 2] (173~ 183)。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员数和

总人口的比率在提高。事实上 ,清代生员身份不是很稀罕了, 也没什么特殊的, 它变成了一种社会必需品, 情况可

能和今天美国的大学毕业生相类似。1850年, 大约 200万考生参加每三年举行两次的院试。其中, 仅有 3万人

( 1� 5% )获得生员身份。 1 500人 ( 5% )通过乡试,他们其中仅有 300人 ( 20% )能参加会试。每一个阶段淘汰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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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考生, 在科举考试的所有阶段中成功的几率只有 1�6000( 0. 1% ) [ 3] ( 21~ 23)。

当人口在中华帝国晚期增长时,潜在的考生也在增长, 但是官位的增长却非常缓慢, 这意味着数量巨大的、不

再被任命为官员的生员可能造成地方的安全问题:期望无法实现可能导致反叛,或者肆无忌惮地操纵免除赋税和

徭役。由于人多官少, 政府用严格控制院试、乡试和会试中额的方式来限制功名获得者的数量, 使其在一个可接受

的水平。官员担心生员过剩会导致地方风纪的丧失和地方家长式统治的弱化。

几乎持续不断的拉锯战存在于地方精英和官员之间,精英探索通过科举扩张他们的影响力, 官员希望 �社会阶

层流动阀�保持在政治的控制下。在一段特殊的生员数量膨胀期后, 提倡低名额限制仍然是科举争论的一贯焦点。

例如, 清统治者把明朝衰落的原因归咎于过于庞大的生员群体。

另外, 会试中,国家给予特定地区录取名额,寻求地理学上的平衡。由于南方经济上的优势, 南方考生在科举

中的表现经常比经济欠繁荣地区的考生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帝国保持南方在科举中的统治地位,教育官员最终

决定以 6: 4的比率, 分配南北方进士的数量。

三、社会再生产

如果帝国强调官员的政治再生产,作为官员们, 则认识到到这个制度是获得个人成功最荣誉的手段。而家庭、

宗族和门第, 则把科举转化为社会再生产的乡土战略目标。

因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官学只重视考试,而不是阅读、写作或者其他基本教学, 所以, 最初阶段的学习变成了家

庭的责任。一旦通过最初一级的考试,获得了官方家庭的称号, 带来的将是在当地社区赋税和法律的特权。虽然

他们也许无法再通过乡试和会试,但获得生员地位仍然有充足的社会收益 ,这大于家庭的投资。

官场和高层文化界的通行证是普通话和文言文,这和大多数人每天讲的不同。类似于拉丁语与方言在近代早

期欧洲的情况, 在晚期中华帝国高级教育中, 普通话和文言文只教给少数人。因此, 能负担得起经济和劳动的损失

的那些人才可以接受这种教育。孝行和科举成就的例子一再被历史记录着,如勤勉的儿子通过科举报答长辈以及

家庭的牺牲。年轻男子有时候被迫在对父母和亲属的社会义务和个人的抱负之间作出选择, 追求名利经常最后胜

出个人理想。因而,科举成功俘获了雄心勃勃的男子和他们的家庭,对于绅士地位的定义变成了科举成就。

学术优势很容易转变为社会优势。财富和权力提供足够的资源训练普通话和文言文, 反过来, 成功的考生在

随后合法地增加财富和权力。一旦法律上允许,商人家庭也会争取获得文官所有的更大的财富、正统成就和权力

道路。和同期的欧洲和日本不同,在那里, 在平民和贵族之间坚固的社会壁垒阻止商业财富转化为精英身份,而在

明清时代, 富足的土地和商业财富与科举地位缠绕在一起, 因此,在中国, 这释放了因阶级而反抗的潜能。

在中国社会, 士绅的社会地位和官员的政治职位是宋朝使科举制度化、习俗化的双重产物。国家官员的政治

再生产和乡土绅士社会再生产一致。事实上,国家创造了它的精英。公正、平等的儒学理想成功地掩盖了考生实

际上的机会不平等。考试成功者竞争官位,工农和胥吏被排斥在外, 他们也无力走上理论上向所有人敞开的文官

仕途。所以, 在帝国晚期只有总人口的 1. 6% ~ 1. 9%属于绅士阶层,这不是偶然的。

考试本质上考查掌握文言文的能力,所考内容基于出自周和汉代的经文, 它在中华帝国晚期已脱离了汉语白

话。另外, 普通话需要考生与他们所讲的方言分道扬镳, 方言被视为是次要的语言。这样的政策责怪那些大多数

只讲方言的人是很没有文化的。大多数学生准备考试, 本质上就是掌握作为第二语言的普通话和精炼的书面语,

几千个不同的象形文字和古老的语法结构需要被记住,并且从童年到成年都需要持续的关注。宫崎 (M iyazak i Ich�

isada)曾估计原始文献中有超过 40万个汉字需要记住 (译者注:原文如此 ) ,才能精通考试所需的四书五经, �正确

记忆它们需要 6年时间, 平均一天 200个汉字�。这样计算还没有包括卷帙浩繁的王朝历史 (到宋代有 17个,到清

代有 22个合法王朝 ),考生也被期望去掌握它们。魏斐德 ( F reder icW akem an)指出: �一个好于平均水平的学习年

限意味着: 5岁开始学写汉字, 11岁能背诵四书五经, 12岁能掌握诗文写作,之后学习八股文。� [ 3] ( 23)

在富有的家庭, 从孩子到青年人, 有考查在他们特定年龄阶段掌握古代文献数量的习惯。举个例子, 一个男孩

16到 21岁行冠礼, 这意味他掌握了四书和五经之一, 这是对任何有抱负参与科举竞争者的最低要求。如果一个学

生能应付得了这个机械的训练, 他可能最早在 15岁考中生员, 尽管大多数男子很少有在 21岁前获得这个功

名的 [ 4] (5~ 21)。

在这条路上, 科举所需的文化和语言的资源, 很少能提供给平民孩子。院试竖起一道屏障, 在一流的文化精英

之外, 封闭了至多是半文盲的大众。男性教育和女性抚养的清晰界限存在于精英家庭, 这种状况保持到 17世纪,

这时, 妇女教育才在精英家庭变得平常。贯穿于中华帝国晚期, 在儒教社会中,科举保持了男性霸权象征。

的确, 期望工匠、农民的父母能负担起他们的儿子脱离本地语言和文法,在 �外来�语言方面花费数年奢侈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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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是天真的。尽管理论上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但科举竞争的比例明确地把 90%的中国人排除在成功阶梯的第一步

之外。语言和文化资源不平等的社会分配,意味着那些来自没有文化传统家庭的男子, 不可能在竞赛场中胜过来

自有古典文化传统家庭的男子。

个别出身低微的考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成为传说、故事和宣传的素材, 也使考试过程变得神秘化。平民中

间具有的命运观念、�业�的观念,以及道德报偿的逻辑, 这些观念习惯于证明隐藏在举士过程的核心部位的社会不

公是正当的。中下阶级 �教育死亡率�的意识形态, 其合法性是由考试录取提供的, 而考上与否又是以经学才能决

定的。这些平民 � � � 法律上符合条件,但实际上, 在语言上已经被科举排除在外 � � � 被要求承认他们的命运应归

于缺乏智力和天赋。

周期性的考试, 导致了中华帝国的社会阶层的流动。爱德华 ( Edw ard K racke)和何炳棣通过研究会试试卷,估

计进士直系祖先至少三代都是平民的在宋、明和清代进士中占的比率分别是 53% , 49. 5% , 37. 6%。然而, 最近的

研究指出, 这些数据过高了,因为他们忽视或者低估了另外一些 �平民�数量, 即他们的旁系亲属或者姻亲是官员。

虽然第一眼看上去像个平民,但旁系亲属或者姻亲能决定他们在科举上的成功 [ 5] ( 105~ 123)。

科举制度实现了公众的成功和 �社会流动�, 因此,诱导产生了在所有层面客观推论的误识。作为一个制度,从

宋朝开始将考生的姓名在试卷上隐匿,阻断世袭特权任意转化为社会和政治地位,科举巧妙地转移、消除了人们对

�不公平�的注意力。爱德华、何炳棣以及其他人,通过科举测定社会流动性,从而包容了一个无法预见的陷阱。在

从前, 只孤立地对那些从巨大的考生群体脱颖而出者进行社会家庭背景的重建,留给我们一个被歪曲了的科举 �幸

存者�人口数据。更有用的是强调考试的任务创造了一个广泛的男性学者阶层, 其中包括科举中成功的, 也包括失

败的。

皮埃尔 ( P ierre Bourd ieu)和 Jean�C laude Passeron敏锐地指出, 在科举的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聚焦,是错误观点

的源泉, 从教育在选士过程中的全部功能来看, 这样的分析忽视了劣质的教育和法定的社会地位在他们之间起到

的作用。科举制度的 �把关�功能是这个制度不言而喻的社会目标 [ 6] ( 141~ 167)。

把那些缺乏文化和语言资源的考生排除在外的特性,成功地伪装在公开竞争的儒家意识形态中。考试在选拔

人才的幌子下隐藏了社会选择。严格的县级考试和复试, 才能获得院试资格, 院试通过后才能获得最低一级的功

名, 这意味着,家庭支持有劳动能力的儿子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不能提供他们花很多年时间去学习和持续不

断的考试。把大多数的农民、工匠、胥吏、佛教徒、道士以及所有妇女, 排斥在功名之外,消除了他们所有特权。这确

保那些儒学家族、门第或宗族, 自己挑选少数男孩,给予他们充足文化资源去参加科举。这 �最好最聪明�的男孩在

竞争的起点上已经占有优势。国家使绅士们占有的文化和语言资源具有合法性, 并授予拥有财富和权力的家庭连

续垄断这些资源超过几代的权力。文化资源的世袭取代了中世纪官位的世袭。基于文言文能力的考试, 隐蔽在社

会筛选的开端, 也就是发生在院试之前, 这种状况永远被执行着。

四、文化再生产

科举除了政治和社会的功能外,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国家的课程 ( curricu lum ), 它把帝国所有的绅士家庭联合起

来, 定义为文化阶层。国家发动青年男子进入一个选士世界, 这个世界的政治和道德话语最初来自儒家经典。在

中华帝国, 虽然没人否认像孝道和祖先崇拜这种道德价值能超越阶级和文化的藩篱, 但是在宋代之后, 不可逾越的

方言和文言文之间的距离确保学者官员进入到一个话语的世界,它没有乡土社会的参与和理解。

流行于宫廷和官员之间的价值、观念、问题和争论,被翻译成 �半秘密�的文言文, 它的发音基于北京地区的标

准普通话, 而不是人口更稠密、经济更繁荣的南方方言。这个早就形成的 �语言徇私� ( lingu istic g errym ander ing )政

策, 根据语言种类不公平地把中国分成不同的语言单位, 只给其中一群人特殊的利益。充分掌握这些 �国家语言�

需要经过多年训练, 考生必须制订一个长时间的学习并使其内在化的方案, 其内容有: 古汉语、思想、感知、欣赏和

正统行为。在阶层和个人方面, 社会和政治再生产出了文化界和 �文人�。当儒家文化的谆谆教导和社会精英和政

治成就挂钩时, 连续的再生产通过考试程序而同化个人。南方方言不同于占支配地位的官方普通话, 面对北方语

言, 南方人必须克服母语带来的不利条件 � � � 通过高级的教育资源和工具的翻译才能克服, 但却是以远离他们的

本地方言为代价的。如同 15至 16世纪欧洲的精英, 他们在中等教育中,从他们的本国语言转到古典拉丁语的学

习上, 大多数明清中国人,如果他们进入高等教育,就会把他们的方言变成普通话和文言文。

对于家族策略来说,精通普通话和经学知识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宗谱的编纂、契约的起草、收继契约订

立和抵押都需要专家意见和绅士的居间联络,只有在血缘关系的团体中精英才会提供这些。经学教育变成一个文

化认同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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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帝国晚期 ,商人也变成了知名的文化资助人, 他们资助经学研究。事实上, 他们几乎变得和绅士精英不

能区别。例如, 在长江三角洲,他们提供资金建立私人书院和学校。其结果是合并了士人和商人的社会价值和利

益。在明清时代, 在长江下游和其他地区,商人在文化和学术生活的最前线。商人在地方社会的成就, 特别在城市

中心, 表明了由贸易而来的利润和较高社会地位之间的相互关系。经学的繁荣应归于商人的赞助, 大量的书籍被

印刷和收集, 这超过以前。

在士绅社会、当地门阀中有组织良好的血缘关系群体, 他们能够把社会和经济力量转化为科举的成功, 反过

来, 科举成功又和地方文化资源的支配性控制相关。更高级别的世族, 它们围绕着不动产而建立, 通过联合了一组

当地世族而构成, 并且需要经典文化和高级别的领导, 这些领导能很轻松地游走于精英圈子, 并且能和县、省和国

家的领导调解他们与同族群体之间的利益。富裕的世族生产出经济上的盈余, 特别在富饶的长江三角洲流域,使

他们的成员能够得到最好的经学教育并在科举考试中成功,这会导致从世族外部获得政治和经济权力来源。

宗族内的学校代表了教育和慈善事业混合的一个例子。宗族捐赠学校,给追求上进的族内家庭提供了更多机

会, 这可能要超过那些宗族并不突出的地方。整个共同的血统群体都会受益于任何族内的功名持有者,不论他在

出身上多么卑微。因此, 在一个宗族中,破产的家庭,他们的身份将会维持几代, 通过学术成功, 或其他族亲和姻亲

能弥补损失。宗族的社会流动 ,当它发生时是作为一个整体的, 是和单个家庭截然不同的。占优势的宗族和爆发的

商人家庭在文化优越的长江下游地区,通过为他们有才华的男孩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 维持较高的地位。宗族学

校和商人书院 (例如,在扬州, 盐商为自己的儿子们建立书院 )变成了遭嫉妒、被保护的私人领地, 他们借学校、书院

和当地社会精英在社会、政治和学术优势方面竞争。这些优良的共同不动产, 在经济和政治环境中扮演了一个不

朽的中心角色, 在这个环境中,绅士和商人是统治者。被神话了的血族关系,在转化成了慈善事业时, 有利于他们

在当地社会根深蒂固地存在。

数百万年轻男子在每隔两年和三年的考试中竞争,掌握正统文化的符号 � � � 渊博的经学知识、历史知识、文学

和诗歌, 是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的。在明清时代,科举制度对于精英文化的次要内容是所有考生的论文必须是八股

文, 这种在精英话语方面声名狼藉的文体, 为难了那些未受过教育的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也包括士子。

这个文化高度期望考生要擅长书法艺术,这也是绅士派头的需要, 练习掌握汉语写作是最深奥也是最具有特

征的文化形式之一。它很好地宣扬了适合写文言文的仪式, 包括个人文化的随身物品也和文人文化联系到一起:

毛笔、墨、砚台、印章、精美的丝绸和特殊的纸。高尚的中国文化要求掌握文学形式和艺术训练, 从而写出美好的作

品。国家考试要求, 在特殊的纸上写上老练的书法, 摆脱污迹或者剪切、粘贴字迹。虽然, 学生不得不准备用只有

正式的、被认可的正规手迹回答合意的答案, 文人也被期望掌握行书和草书,在清代, 甚至远古字体也被用来书写。

除了最博学之士外, 对大多数人而言,远古字体和草书是无人认识的。因此,秘密的古汉语, 通过它悠久历史的书

写仪式, 更进一步的神秘化了。

当衡量一个受过教育的男子时,首要因素被给予经学、文学和书法形式等具有社会功能的文化表达, 而不是专

门技术。一个 �业余艺术家的理想�视文化价值和社会地位等同, 在休闲方式方面, 在精英之间占据优先地位,并且

排除非精英参与。虽然, 唐宋王朝的科举也考法律、医学和数学专业, 但到南宋就不考了, 并且之后的王朝从技术

科目中收回了社会和政治特权。自此以后,法律、医学、天文学和财政事务的训练变成了职员、胥吏、参谋, 甚至穆

斯林和欧洲人的专门领域,他们充当衙门和官僚政府的技术顾问。

儒家化的官员在他们华丽的道德价值方面很满足, 这些是基于他们花数年时间掌握的宋代注释的四书五经、

正史和书法而来的。只有在异族统治时,第一个是短暂的元朝,后来是清朝, 大量的文人才转向文官以外的职业。

在 18世纪和 19世纪,当人口压力意味着甚至考中举人、进士也不能得到官方委任, 许多儒学士子转向成为教师或

者学者。

在考生之间的正统价值和历史观念的再生产,具体转化为语言和意识形态霸权, 意味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绅士

彼此之间, 比其他在地方上的社会群体有更多的共有文化。举个例子, 在数年的经学训练之后, 来自南方的广东文

人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共享普通话和散漫的经学知识,无论是来自山东、四川, 或者任何其他地区, 而这些地区

的方言和广东方言有很大的区别。官方所讲的普通话和古代儒家文献在科举过程中被制度化和习俗化了, 它在一

丝不苟的儒家化的精英和非精英土著之间产生了阶级分裂。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的绅士和农民, 理论上在不

同的语言和文化世界中运行。一个来自陕西的学者与他的广东同僚没有多少困难就能越过方言的鸿沟, 即使在他

们之间的交流, 可能只能是笔聊。

通过科举, 在精英之间制造文化和语言的一致性, 这只有经学教育能提供。是好是坏, 无意或者有意, 宋代新

儒学为王朝政治合法化和占支配地位群体的社会声望提供了文化内容。特别是在明清时代, 文化再生产便利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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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国家的政治目标。被生产出文化主义,是对地位现状的意识形态支持。保守的价值体系通过讲高尚的普通话和

次要的方言代代相传 ,给予青年男子在正统文化方面的指导 (包括内容和方法 )。考生用普通话发音死记硬背四书

和经书, 代表了传播中华帝国晚期的仪式和统治阶级文化的程序。

记住考试用的儒家课程并使其内在化,是一个对汉人有重大意义的文化行为。与近代早期的欧洲一样, 那里

强调秩序和一致性, 确保死记硬背的学习 (例如问答教学法 )在教育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基础性角色, 中华帝国晚期

国家的教育者重视机械地接受正统学说。重复作为一个学习习惯是发展记忆的关键, 像教师的工具, 用教育生产

一致性。慢慢地灌输一套固定的思想和现实,统治者、官员和考官都相信或变得确信, 汉族学生虔诚地背诵四书五

经, 表现出了一个行为,即对儒家道德价值和君权的服从。

通过持久的训练和灌输价值观,获得的收益是马克斯� 韦伯所谓的 �儒家圣贤受雇于帝国� [7] ( 104~ 117)。例如,

明清皇帝以远古圣君的姿态收养他们。通过科举使儒家文化价值的传播制度化、习俗化, 考试是决定文化共识的

一个基本因素, 这盛行于精英社会。

无意中, 一个灿烂的教育和社会工程已经实现了。尽管在公平上存有缺点, 如官员有世袭性特权、商人可以购

买功名, 科举录取名额地域分配上也不一致, 但无论整个地区或者城乡, 在形式上, 科举保持着获得财富和权力的

主要途径, 直到中华帝国晚期的 19世纪。异体同形的国家官员和儒学绅士通过社会流动的意识形态伪装, 事实上

把较低阶层者排除在官场之外。当禁止进入选士程序的机会被隐蔽时, 考试成功的机会被美化了。在中国, 作为

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为文官而设计的教育制度,有助于维护中国社会分化成专制统治者 (即使在起源上不是汉

人 )、儒家绅士官员和文盲或者不懂经典的识字平民,并使这种分化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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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 in A. . E lman� s V iew on Three fold P roper ties of Imper ialExam ination System

in Late P eriod of Imperial China

� Reproduction o f Po litics, Soc iety and Culture

T ranslated and comp iled by X IE H a i�tao
( Journa lEd iting Departm en t, Beifang E thnic Un iversity, Y inchuan 750021, Ch ina)

Abstrac t: V iew ing im per ia l ex am ination system as a barr ie r o fm ode rniza tion is w rong. In the late period o f Imper ia l

Ch ina, imper ia l exam ina tion sy stem w as a dom inating pow er. Through th is system, the governm ent reproduced its own offi�

cials po litica lly, g entlem en socia lly, and cultura lism and ideo logy cu ltura lly. The state w ith im peria l sy stem, gentlem en� s

soc iety and new Confucian ism w ere also tightly tw isted around � educationa l sw ing� centered on im per ia l exam ination sys�

tem. These three we re interdependent, m ak ing the system last fo r 500 years. Though theoretica lly, the gate of imper ia l ex�

am ina tion system was open to everyone, it ex cluded low er soc ia l classes due to monopo ly o f cu ltura l resources. The justice

and fa irness o f imper ia l exam ina tion system we re exaggera ted.

K ey words: in the late pe riod o f Imper ia l Ch ina; im peria l ex am ina tion system; politica l reproduction; soc ia l repro�

duction; cu ltura l reproduc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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